
第 41 卷　第 6 期

2023 年 12 月

Vol.41 No.6
Dec.2023

沉 积 学 报
ACTA SEDIMENTOLOGICA SINICA

深时源—汇系统综合研究和沙垒田实例分析

朱筱敏 1，刘强虎 2，谈明轩 3，李顺利 4，陈贺贺 5，聂银兰 1
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北京 102249
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学院，武汉 430070
3. 河海大学海洋学院，南京 210098
4.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能源学院，北京 100083
5.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海洋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意义意义】源—汇系统研究是当今沉积地质学关注热点，其重建对理解区域构造、气候、海（湖）平面升降、物源供给、搬运

通道和分散系统及其相互关系与规模性砂体预测均具有重要作用。【进展进展】源—汇系统可以根据时间尺度、成因机制、级次等要

素进行分类，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物源体系、搬运通道及沉积体系研究。研究方法主要涉及碎屑矿物年代学定量示踪、源区地

貌重建与定量古地貌分析、地貌比例关系分析、沉积物通量定量估算和地层正演模拟综合表征等；源—汇系统要素之间存在定

量的收支平衡关系，基于收支平衡模型可预测砂体规模和有利储层分布。沙垒田地区源—汇系统研究表明，均一母岩组成与边

界条件约束下汇水高差和汇水面积较大以及地形坡度较陡通常对应形成规模和厚度较大的扇体。【结论与展望结论与展望】未来源—汇系

统研究应加强基于盆地类型和成因的源—汇系统类型和级次划分，加强源—汇系统参数定量研究，不断提高深时源—汇系统要

素表征精度，建立具有预测功能的深时源—汇系统要素耦合模型，有效预测砂体时空分布，不断实现多学科与多方法交叉融合，

建立具有中国区域地质特色的源—汇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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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源—汇系统”是指剥蚀区形成的风化剥落的颗

粒沉积物和溶解物，经搬运通道输送至深海区域中

沉积下来的整个体系[1⁃3]。显然，将物源形成、搬运过

程与沉积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才能完整地认

识地球表层的动力学过程及其演化。源—汇系统包

含从汇水区（剥蚀区）、冲积—滨海平原区、浅海陆架

区、大陆斜坡区及深海盆地等多个区带的地貌单元，

需要对这些不同地貌区带的地形、水道或沟谷地貌

及沉积体系开展定量或半定量的描述，探讨物理、生

物和化学作用的剥蚀、搬运及沉积的动力学过程并

进行模拟分析，明确源—汇系统不同构成要素的耦

合关系[2]。源—汇系统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蕴藏着

地球表层动力学过程的沉积记录及地球表层对深部

岩石圈动力学过程等方面的响应信息，其研究不仅

有利于恢复源—汇系统要素的完整动力学过程，而

且对于沉积矿产勘探开发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

源—汇系统的概念来自现代海洋沉积学研究。

最 近 二 十 年 引 入 到 大 陆 边 缘 深 时 沉 积 系 统 研 究

领域，它强调依据剥蚀地貌与沉积地貌相互关系来

分析沉积地质历史[4]。近年来，许多重大地球科学

研究计划都设立了关于源—汇系统的研究重点，

如 1998 年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与其他学会提

出的“大陆边缘科学计划（MARGINS Program Science 
Plans 2004）”，把从造山带物源区、冲积平原、浅海陆

架，到深海盆地的源—汇系统列为近期四大重要

研究领域之一[5]。1999 年欧洲各国结合国际大陆

钻 探 计 划（ICDP）和 大 洋 钻 探 计 划（ODP）发 起 了

“EuroSTRATAFORM”计划。着重了解从源到汇的沉

积系统，理解和模拟地中海和北大西洋边缘由河流

经浅海陆架和峡谷到深海的无机和有机颗粒的搬运

过程，确定沉积物搬运、通道和通量的时空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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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对沉积地层形成的作用和贡献[6]。2003 年，日本

提出“亚洲三角洲演化与近代变化”的研究计划[6]。

近十年来，源—汇系统在大陆边缘沉积作用研究中

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聚焦青藏高原和亚洲大陆东

缘开展源—汇系统研究；在陆相断陷盆地深时沉积

体系研究中，聚焦源—汇系统驱动机制及地球动力

学过程、陆相湖盆源—汇系统要素定量表征及其耦

合关系、源—汇系统要素时空耦合控砂原理、沉积砂

体和岩性油气圈闭预测等方面开展研究并取得了显

著成果[7⁃9]。

源—汇系统是通过沉积物搬运（路径）系统来建

立剥蚀地貌与沉积地貌之间的物质变迁和交换关系

的[9]。源—汇系统不同要素的表征有利于建立剥蚀—

搬运—沉积整个过程的定量响应关系（表 1），使源—

汇系统研究具有更高的定量性、准确性和预测性[10]。

目前，源—汇系统研究已成为国际重大地学研

究计划的重要课题，促进了多学科的广泛交叉和合

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并为沉积地质资源的预

测和高效勘探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1 源—汇系统划分及其特点 
受不同地球动力学背景差异影响，不同类型沉

积盆地剥蚀与沉积地貌存在明显差异，形成了各具

特色的沉积体系和多样化的源—汇系统。显然，确

定源—汇系统类型对于研究不同类型盆地的源—汇

系统要素，建立反映沉积盆地特点的源—汇系统模

型具有重要的地质意义。

1.1　时间尺度分类　

根据研究时间尺度，可将源—汇系统划分为现

代系统（100~103 年）、第四纪系统（103~2.5×106 年）及

深时系统（2.5×106~108 年）[11]。现代源—汇系统中物

源区、搬运区和沉积区的地形地貌、沉积记录等保存

比较完整，沉积物通量受气候条件、洪水作用、人类

活动及植被类型短期变化影响，各种参数比较容易

获取，可建立多种地貌学参数比例关系及水力学参

数比例关系的模型。第四纪源—汇系统主要受控于

气候—基准面变化和构造运动，即物源区和搬运区

的地形地貌相对固定，而沉积区随基准面（滨线迁

移）变化，沉积通量主要受到米兰科维奇旋回、高频

高幅海平面升降调控。与之相对，深时源—汇系统

主要受控于长周期的构造运动及重大气候变化。因

物源区保存不完整或根本未保存、边界条件的不确

定性及地层记录不完整，使得深时源—汇系统的定

量分析面临诸多挑战。然而，第四纪源—汇系统大

部分沉积记录得到保存，仅少量地貌要素由于冰川

活动、海平面升降和区域剥蚀作用存在一定缺失，可

用来验证基于现代源—汇系统建立的各项地貌比例

关系，为深时源—汇系统研究提供更可靠的依据[12]。

1.2　成因机制分类　

物源供给和地形坡度是驱动不同类型源—汇系

统的关键因素。（1）物源供给是沉积砂体存在的物质

基础。盆地边缘大型古陆、隆起区、古高地等物源区

可长期持续为盆地提供长距离搬运到盆地内部的远

源沉积物，即为盆外供源。近年来，石油勘探从凸起

区转向凹陷区，从构造型圈闭转向岩性地层型圈闭，

人们开始意识到盆内规模较小、遭受剥蚀时间较短

的盆地内部或周缘的小型古高地、低凸起、凹中低隆

等次级正向地貌单元也具有较好的供源能力并形成

一定规模的沉积砂体。（2）地形坡度控制了沉积物入

湖频率、搬运流态和搬运距离，是影响源汇过程的重

要参数。缓坡地貌下发育的常年稳定水系可通过牵

引流主导的方式持续性供给泥砂，在沉积区表现为

粒度与含砂率相协调的特征；相反，陡坡背景下间歇

表1　陆相盆地源—汇系统要素表征内容及方法

Table 1　Element content and methods of characterizing source⁃to⁃sink system in a continental basin
要 素

物源体系

搬运体系

沉积体系

表征内容

母岩类型及风化能力

古物源系统及构造属性

古地貌恢复

汇水单元刻画

搬运通道类型

搬运通道定量表征

沉积体系类型

横向分布特征

纵向演化规律

表征方法

岩心薄片鉴定、岩石类型的化学风化速率序次及植物群落限定下风化剥蚀效能分析等

碎屑成分分析、重矿物分析、元素地球化学、碎屑锆石 U-Pb 年龄谱（基于蒙特卡洛统计逆向建模的 DZmix 算法）等

地质年代学法、将近论古法、物源分析法、印模法、水文学法和沉积学法

通过古地貌图定量分析不同级次分水岭、汇水区面积、垂向高差和水系延伸长度以及形成的主要控制因素等

通过地震剖面识别搬运通道 V 型、U 型和 W 型等剖面形态，基于地震沉积学刻画搬运通道平面形态

基于三维地震资料定量统计搬运通道的参数，包括宽度、深度、宽深比及截面积

岩心、测井和三维地震资料综合识别沉积相

现代沉积学、地震地层学和地震沉积学综合分析确定时空分布特征

基于岩心沉积学、测井地质学和地震沉积学，确定沉积体系纵向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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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的山溪型河流往往以异重流为主的形式向沉积

区呈脉冲式供源，表现为大套泥岩背景下出现事件

性的砾岩沉积。

前人依据物源供给和地形坡度耦合关系已探索

性划分不同类型源—汇系统。比如，（1）通过第四纪

模拟和实验研究，将源—汇系统划分为“传送带”和

“吸尘器”两种类型[13]。“传送带”型为盆地边缘大型古

陆稳定供源，盆外水系作为搬运通道，形成大型沉积

体。“吸尘器”型由盆内下切谷提供少量沉积物并搬

运至沉积区，形成小规模沉积体。（2）将源—汇系统

划分为近源—陡坡—深水、远源—缓坡—深水和远

源—缓坡—浅水三种类型[14]。近源—陡坡—深水系

统多发育于活动板块边界，水体深（>500 m），坡度

陡，搬运通道短（<100 km），形成大规模沉积体；远源

—缓坡—深水系统多发育于构造稳定的被动大陆边

缘，水体深达千米级别，坡度平缓，汇水系统延伸距

离为 1 000~7 000 km，发育大陆级别河流供源和广阔

的滨岸平原。远源—缓坡—浅水系统水体浅（10~
100 m），坡度较缓 ，搬运路径延伸距离介于 100~
1 000 km，沉积物供给及其空间属性共同决定系统沉

积特征[15]。此外，在“源—汇”时空耦合控砂理论的指

导下，人们提出了隐蔽性物源的概念，在渤海海域识

别并总结出常见的区域物源—盆源斜坡—三角洲砂

体富集模式、局部物源—梳状断裂坡折带—扇三角

洲砂体富集模式等 8 种富砂型源—汇系统[7,16]。

1.3　级次分类　

随着源—汇系统的研究逐渐向精细化和定量化

转变，国内地质工作者尝试对源—汇系统开展精细

解剖，分析内部的基础流域（水系）构成，划分源—汇

系统级次。依据分水岭、分水线和脊线划分一级、二

级和三级源—汇系统，比如将云南洱海“点苍山—洱

海”现代源—汇系统划分为 2 个一级源—汇系统、19
个二级源—汇系统和 2 个三级源—汇系统[17]。

2 深时源—汇系统要素及表征方法 
2.1　深时源—汇系统要素研究　

深时源—汇系统的研究是从剥蚀区到沉积区的

一体化研究，涉及构造地貌学、同位素年代学、层序

地层学以及沉积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运用。深时源

—汇系统不同要素的表征有助于建立剥蚀—搬运—

沉积整个过程的定量响应关系，其研究内容主要包

括物源体系、搬运通道以及沉积体系研究[10]。

物源区是源—汇系统的根本要素和沉积物产出

的物质基础。物源体系研究是在区域地质研究基础

上，系统性开展母岩风化效能评价、母岩区碎屑物源

分析与定量示踪、母岩区古构造恢复以及古地貌精

细刻画等。

搬 运 通 道 是 连 接 物 源 区 和 沉 积 区 的 输 运 纽

带[18]，狭义上对应于物源区—沉积区的侵蚀/沉积型

沟谷、构造变换带以及其他类型输砂通道，广义上包

含沉积物从源到汇搬运—沉积的所有载体以及沉积

物输运机制。因此，搬运通道研究并不局限于沟谷

类型或者构造变换带的分类识别与精细解剖，而是

整个沉积物路径系统的全面性、动态性以及系统性

分析。

沉积体系是源区演化控制下物源供给、物质搬

运及分散分配的综合响应，沉积响应继承了物源供

给和搬运过程两者复杂性，同时也叠合了沉积区物

质分配的复杂性[15]。源—汇系统框架下的沉积体系

研究内容包括依据层序地层学、沉积地质学、地震地

层学和地震沉积学等多种理论与技术精细解剖不同

类型沉积体系的分散样式，定量表征深时沉积体系

的发育形态与规模[19]，进而通过沉积体系的垂向演化

特征解剖与对比分析，揭示深时源—汇系统的整体

响应过程。

2.2　深时源—汇系统分析方法　

2.2.1　碎屑矿物年代学定量示踪　

碎屑矿物年代学示踪是深时源—汇系统重建相

对有效与可靠的方法之一[11]。由于锆石 U-Pb 激光剥

蚀法获取数据相对较快，物源对比精确度较高，已被

广泛运用于物源区风化产物示踪、古水系重建以及

沉积物路径系统演化研究[20]。碎屑锆石年龄谱与潜

在源区结晶岩体年龄组成对比能够区分物源区物质

组成的优势路径。近年来，碎屑锆石年代学分析在

深时源—汇系统研究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进

展：（1）大样本锆石年龄数据定量对比，提高了数据

对比可信度，同时也达到识别次要物源的目的[21]；（2）
锆石 U-Pb 与（U-Th）/He 双定年技术的发展，以确定

再旋回物源[20]；（3）锆石年龄谱的端元解析算法的不

断改进，量化不同物源的相对贡献[22]。由于母岩锆石

产率存在差异性，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物源定量

示踪的研究结论。因此，近年来碎屑金红石、磷灰

石、石榴石、独居石 U-Pb 定年方法在分析古水系方向

与确定古水系演化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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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源区地貌重建与定量古地貌分析　

物源区原始古地貌恢复是深时源—汇系统重建

的重要研究内容和方法。相比于沉积区而言，源区

遭受长期的风化剥蚀（最终呈准平原化），其恢复难

度较大。即使后期整个源区完全被上覆地层覆盖，

所对应的残余古地貌也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深时源—

汇系统分析。一般地，在源区埋藏前最后阶段的残

余古地貌最具参考价值[24]。基于低温热年代学、沉积

物回填以及古构造复原等相关技术方法能够定量重

建物源区古地貌[12]。基于物源区古地貌拾取，可分析

古水系稳定性、预测沉积物通量变化，与沉积区的物

质分配样式建立定量响应关系[24]。

2.2.3　地貌比例关系分析　

现代地貌学研究表明，无论地表过程如何演化，

地貌形态总体上保存着某种相对稳定的耦合关系。

利用“将今论古”的思想可将现代源—汇系统地貌学

经验关系应用于深时源—汇系统多类型地貌单元规

模的定量预测[14]。地貌学比例关系研究最早仅限于

汇水区内，而后扩展到从源到汇的多类型地貌单元

的参数拟合分析中，例如水系长度与水系出口间

距[25]、水道长度与汇水面积或水道坡度[26]、汇水面积

与河道满岸形态[27]、海底扇面积与陆坡长度[28]等。深

时源—汇系统要素耦合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传统含油

气盆地沉积体系分析中能够低成本、高效预测少井

区/无井区有利储层分布特征，有助于提高油气勘探

的成功率[29]。

2.2.4　沉积物通量定量估算　

沉积物通量定量估算是沉积区定量表征的重要

研究内容之一，对于重建深时源—汇系统的信号传

输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19]。目前定量分析方法主要

建立在现代地貌学、水利学以及相关经验关系的研

究基础上，其中以 BQART 模型法与支点法计算沉积

物通量为代表[30]。

BQART 模型法是基于全球 488 条河流 30 多年水

文数据，结合地貌参数统计成果建立，其适用表征

96% 现代河流体系的悬移载荷物质的通量变化[31]。

在层序地层学、古水系重建、古地貌恢复基础上，结

合区域基岩分布特征以及古气候分析测试数据，即

可估算深时“源—汇”系统的沉积物供给总量[18]。目

前 BQART 模型以及若干改进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

深时源—汇系统的沉积物通量估算分析，能够定量

表征底床载荷和悬移载荷及其变化[32⁃34]。

2.3　地层正演模拟综合表征　

源—汇系统正演研究聚焦于环境信号变化及其

对源—汇系统（源区动力演变和汇区沉积记录保存

程度）的综合性影响，以系统表征源—汇系统的运转

过程。

地层正演模拟研究方法包括物理模拟和数值

模拟，是研究深时源—汇系统的重要手段。基于源

—汇过程的物理模拟研究是将构造地貌沙箱模拟

与水槽沉积学模拟结合起来，系统考虑物源区水系

演变对搬运—沉积作用的影响。如通过设定降雨

量、构造隆升与沉降速率参数，实时模拟源区山体

的风化作用及水系迁移过程，并同时系统地、直观

地分析汇区沉积物分散体系与建造样式，指示深时

源—汇系统演变过程。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快

速发展，基于源—汇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已经逐渐

从单一水动力扩散模型发展到地表过程模型与地

球动力学模型的综合模拟阶段。古高程重建、古构

造复原以及古气候模拟等多种研究方法也相继被

纳入高精度地层模型的构建，为源—汇系统数值模

拟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地质参数约束[35⁃37]。将含油气

盆地沉积学、源汇地层正演模拟及含油气盆地模拟

系统结合起来，能够为有利储层预测、含油气系统

与油气潜力评价提供更为深入、有效的指导性建议

（图 1）[38]。

3 源—汇系统形成发育的控制因素 
源—汇系统的形成发育包含从源到汇的多种过

程：母岩发生机械—化学风化作用，产生成分、粒径、

通量等不同的地质信号，借助多种搬运方式（水流、

风力、重力等），以非线性的传递速度和输出频率，通

过不同路径向沉积盆地汇聚，最终形成特征迥异的

沉积物分散体系。由此可见，源—汇系统的形成与

发育涉及要素多、影响因素复杂且反馈机制多样化。

响应于构造作用、气候变化和海平面变化，沉积物搬

运的动力学过程很少是平滑或连续的，导致其路径

系统时常发生转向或间歇性储存，碎屑物质源—汇

过程表现出复杂的路径轨迹和周期[11,14,38⁃39]。

（1） 构造作用主控了不同类型源—汇系统的形

成与发育[38⁃39]。根据构成单元和发育构造背景的差

异，源—汇系统可划分为迟滞型（Buffered）和瞬态型

（Reactive）[14]。迟滞型源—汇系统又称为三段式源—

汇系统，多发育于被动大陆边缘等相对稳定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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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中。该源—汇系统整体由造山带物源区、冲积

平原和浅海大陆架、深海盆地三部分组成，其显著的

特点是普遍发育广阔的冲积平原和大陆架[14,39]（图

2）。瞬态型源—汇系统又称二段式源—汇系统，多

发育于断陷盆地等活动型构造背景中。该源—汇系

统整体由造山带物源区、深海平原两部分组成，缺乏

较长的沉积物搬运路径，沉积物多直接由源区进入

沉积区。构造背景决定了不同类型源—汇系统具有

不同特点。例如在被动大陆边缘迟滞型源—汇系统

中，冲积平原和浅海陆架能够不同程度地滞留沉积

物，这决定了物源区沉积物通量的主要搬运方向和

初始卸载位置，深刻地影响着冲积平原下游的古地

理特征、陆架边缘三角洲及深海扇的发育与演化；而

瞬态型源—汇系统缺少滞留沉积物的区域，且其构

造—地貌演化过程更为复杂，源—汇系统内地貌学

参数相关性较弱[14,38⁃40]（图 2）。在断陷盆地中，构造作

用控制了横向汇水盆地在缓坡带和陡坡带的发育和

演化。其中，汇水盆地的面积受控于拉伸过程中形

成的构造斜坡长度[41]，汇水盆地的面积控制着水流和

沉积物的年通量，进而控制了断陷盆地主控断层边

缘冲积扇、扇三角洲和海（湖）底扇的面积。源—汇

系统内断层破裂和褶皱生长控制了地貌的差异风

图 2　主动与被动大陆边缘中源区面积、陆架宽度及盆底扇大小与斜坡长度的地貌学参数关系 [38]

Fig.2　Geomorphological scale relationships for catchment, shelf and basin⁃floor segments for slope lengths of active⁃
and passive⁃margin systems [38]

图 1　基于源汇过程的地层正演数值模拟与深时盆地模拟系统流程 [36]

Fig.1　Workflow of source⁃to⁃sink stratigraphic forward modeling and deep⁃time basin modeling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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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而造成局部范围的河流改道或合并，众多规模

较小、相互独立的小型河流—湖泊源—汇系统主导

了盆地充填；伴随断层的分段连接过程，汇水盆地逐

步成熟，相互独立的小型源—汇系统逐渐发育为大

规模、整一的源—汇系统[14,38⁃40]。

（2） 短期和长期时间尺度局部和区域性气候制

约源—汇系统内沉积物时空分散过程[9,17⁃22]。汇水盆

地控制了沉积物输出的通量和频率，但是最终主要

受控于气候因素，在 100~105 年短期尺度上尤为显

著[32,41]。气候变化对不同尺度源—汇系统的影响也

取决于汇水盆地的发育规模。短期气候变化对小型

源—汇系统内沉积物通量影响显著，对大型源—汇

系统汇水盆地影响较小[30,42]。短期气候变化迅速改

变小尺度源—汇系统内沉积物剥蚀和外输过程的平

衡，其响应时间可达 103年尺度[43]；长期气候变化主导

了大型源—汇系统汇水盆地输出的沉积物通量，

其响应过程取决于源—汇系统内河流系统对气候变

化的响应速度[44]。研究显示，亚洲河流104~106年气候

变化的周期对应河流响应于气候变化后在河口出现

沉积物通量变化信号的时间[45]。源—汇系统对气候

变化的相对迟滞或迅速响应取决于风化剥蚀产率与

风化产物输出速率之间的平衡[45]。当气候变化引起

的风化剥蚀产率与风化产物输出速率不平衡，则沉积

物通量变化周期小于气候变化周期，此情况多发育瞬

态型源—汇系统；反之，当沉积物通量变化周期大于

气候变化周期时，则多发育迟滞型源—汇系统[46⁃48]。

（3） 海平面变化对源—汇系统形成与发育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对沉积物路径系统和沉积分散过程的

控制[38,49]。通常情况下，海平面变化被归到气候对源

—汇系统的影响中，但气候变化并非是海平面升降

的唯一函数。海平面升降同时还受到构造作用、剥

蚀地貌、沉积物供给通量等多方面的影响。海平面

升降直接控制了源—汇系统在时间尺度上的特征演

化：①海平面低位时期，物源区剥蚀碎屑经过水系搬

运，其汇水盆地出口多位于海平面低位线处。此时

海底峡谷体系头部可以直接接收汇水盆地的沉积信

号，将其一对一地输送至深海平原[39]（图 3）；②海平

面高位时期，海平面上升导致沉积动力过程复杂化，

海底峡谷体系的头部则与汇水盆地分离。复杂的水

动力作用及沉积物搬运机制（如沿岸流、等深流以及

浊流等）促使沉积物在路径系统中滞留和再分配[39]

（图 3），使得源区的构造及气候信号在向深海盆地传

输过程中发生改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深海

沉积记录恢复古气候与古构造演化的可信度[39,50]。

自末次冰期以来，约 50×106 km3 的陆地冰盖融化，导

致海平面上升约 130 m[51]。综上可见，海平面升降在

不同周期尺度均可对源—汇系统内沉积物路径系统

及沉积分散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4 源—汇系统收支平衡与砂体预测 
目前，源—汇系统的研究逐渐从定性研究过渡

到源—汇系统各要素的定量分析以及砂体与其控制

因素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7⁃8]。源—汇系统要素的定

量表征与砂体定量预测正在深入探索之中，例如探

索同生断裂作用对沉积充填的控制作用、古地貌恢

图 3　海平面低位和高位时期源—汇系统中陆地—海洋沉积物路径系统示意图 [39]

(a) at lowstand sea levels; (b) at highstand sea levels [39]

Fig.3　Summaries of land⁃ to deep⁃sea sediment source⁃to⁃sink rout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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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识别古沟谷与地形坡折、刻画沉积体系类型并预

测有利储集砂体的展布。显然，定量刻画源区性质、

汇水面积、坡度高差、沟谷规模、沉积类型等要素，建

立从源到汇的定量响应关系是最终目的。在源—汇

系统定量化约束下的沉积过程模拟，可为有限井控

条件下源—汇系统要素定量刻画及耦合关系研究与

砂体预测提供了有力支持。

4.1　源—汇收支平衡　

近年来，利用源—汇系统要素地貌比例关系预

测沉积体发育规模的研究方法愈发受到关注。该研

究旨在利用源—汇地貌比例关系，通过对已知源—

汇系统要素（如剥蚀区面积等）的地貌参数进行定量

测定，来预测未知源—汇系统要素（如海底扇等）的

尺寸规模[28,38,52⁃53]。对于剥蚀区和搬运通道而言，定量

统计参数包括地形高差、汇水面积、地形坡度、沟谷

发育规模（宽度、深度、宽深比以及沟谷截面积）。地

形高差和地形坡度决定了沉积物搬运的势能，是沉

积物大规模搬运的核心驱动力；汇水面积决定了古

水流量的大小，从而影响沉积物供给速率；沟谷宽

度、深度及宽深比影响沉积物进入盆地之前的搬运

方式，沟谷截面积则控制了沉积物输送能力和速率。

对于沉积区而言，统计参数包括沉积体系面积、平均

厚度及体积。从源—汇系统要素定量分析来看，盆

内的沉积体积与源区的地形高差、汇水面积及沟谷

截面积等三个参数密切相关，其中地形高差与沉积

体的相关性最高，汇水面积次之，沟谷截面积最小[54]。

以渤海湾盆地沙垒田凸起源—汇系统为例，地

形高差和汇水面积越大，形成的沉积体系体积越大；

反之地形高差和汇水面积越小，在盆内形成的沉积

体系体积越小[8,54]。地形高差、汇水面积、沟谷截面积

与沉积体积 4 个参数耦合关系可用以下公式表示[54]：

Y=2.7×X1
2-3.3×10-4×X2

2-123.6×X3
2+8.3×X1+8.9×

10-2×X2+26.2×X3-4.1 （1）
式中：Y 为沉积体系体积（m3）；X1 为地形高差（m）；X2
为汇水面积（m2）；X3为沟谷截面积（m2）；R2=0.62。研

究结果表明，地形高差作用最大，与沉积体积的相关

性最高，说明地形高差直接决定了沉积物供给量，高

山陡坡易形成大规模的扇三角洲体系；其次是汇水

面积与沉积体系的相关性较高，表明大的汇水面积

具有较高的沉积物运载能力，可以持续为盆地提供

充足的物源供给；最后是沟谷截面积，与沉积体积的

相关性较低，说明沟谷通道规模是沉积体系发育的

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图 4）。

4.2　源—汇系统中的砂体预测　

断陷盆地砂体预测中，人们提出了山（有效物

源）—沟（搬运通道）—坡（坡折体系）—面（层序界

面）耦合控砂的理论观点，认为山—沟—坡—面的有

效配置决定了砂体在平面上的分布位置，层序格架

和界面决定了砂体发育的有利时期[7]。山—沟—坡

—面耦合控砂理论观点认为：在平面上，发育完整有

效的山—沟—坡—面配置关系的区域为有利储集砂

体的富集场所；在剖面上，层序界面附近（尤其是低

位域沉积期）是有利储集砂体的富集位置。针对复

杂陆相断陷盆地的砂体预测，在陆相源—汇系统时

—空耦合控砂理论指导下，渤海海域古近系砂体预

测成功率从 40% 提高到 80%[17,55]，显著提高了陆相断

陷盆地砂体预测的成功率。

近期，人们将源—汇控砂原理认识应用于有利

砂体和储层预测，提出了源—渠—汇—岩耦合控储

的优质储层预测新方法[29]，将“来自于剥蚀区的沉积

颗粒经搬运通道输送分散到盆地内沉积下来、并经

过成岩埋藏成岩形成岩石”这一系统过程称之为“源

—渠—汇—岩系统”。源—渠—汇—岩耦合控储的

核心内涵是源—汇系统控域、源—汇沉积控砂、成岩

作用控性、源—渠—汇—岩耦合控储。

众所周知，储层质量受构造、沉积、成岩作用综

合控制，其中成岩作用为直接控制因素，而构造、沉

积作用作为源—汇系统形成的重要因素，对储层发

育具有重要的间接控制作用。从源—汇系统耦合模

式角度出发，基于钻井、地震、岩心及储层分析资料，

可将渤海湾盆地沙垒田凸起及围区源—汇系统分为

断裂陡坡型、断裂缓坡型、斜坡型及断槽型四种类

型[8]（表 2）。发现不同类型源—汇系统的物源供给控

制相应的沉积体系发育，进而影响储层的成岩作用与

物性特征。比如，断裂缓坡带由于源区高差与汇水面

积均大，沿断裂坡折带分布的沉积砂体规模大、范围

广，砂岩成分和结构成熟度较高，埋深浅、机械压实作

用较弱，次生孔隙发育，为优质储层发育有利区。

5 陆相湖盆沙垒田地区源—汇系统
实例分析

渤海湾盆地是我国东部典型的新生代陆内裂谷

盆地，整体具有多旋回叠加和多成因机制复合的特

征，经历了古近纪断陷、新近纪拗陷两期构造演化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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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54,56]。沙垒田凸起作为渤海海域内古近纪早期出露

面积最大的盆内凸起，位于渤海湾盆地西部，平面上

呈 EW 走向展布，总面积约 2 300 km2[5]。沙垒田凸起

东侧相邻渤中凹陷，西侧为歧口凹陷，南侧与沙南凹

陷衔接，北侧同南堡凹陷相连[54,57⁃59]，其作为一个重要

物源区发育多个汇水单元并向周缘四个凹陷差异供

源且控制沉积充填过程（图 5）。沙垒田凸起基岩出

露岩性组合复杂多样，发育元古界花岗岩、混合花岗

岩，古生界碳酸盐岩与中生界火山碎屑岩等（图5a）。

5.1　沙垒田凸起前古近系基岩分布及刻画表征　

基于最新的钻井岩心、薄片、锆石等测试资料及

三维高精度地震资料，开展沙垒田凸起岩性组成、锆

石年龄、地震反射结构及古水系分布等分析，刻画沙

垒田凸起前古近系基岩组成及分布[57]，并探讨古近纪

早期源—汇系统配置关系（图 6）。

应用沉降回剥分析技术恢复了沙垒田凸起区古

近系古地理格局（图 6a）。其中，沙垒田凸起受中部

断裂分隔为东西两段，凸起西段面积约 720 km2，

图 4　渤海湾盆地沙垒田凸起源—汇系统要素定量关系三维散点图 [54]

Fig.4　3⁃D scattergram of source⁃to⁃sink elements in the Shaleitian uplift, Bohai Bay Basin[54]

表2　渤海湾盆地沙垒田凸起源—汇系统类型与储层差异对比[8]

Table 2　Comparisons between source⁃to⁃sink and reservoir quality in the Shaleitian uplift, Bohai Bay Basin[8]

源—汇系统

断裂陡坡型

断裂缓坡型

斜坡型

断槽型

断裂活动

强烈

（生长指数>2）
中等

（生长指数<2）
无

走滑

沉积体系

扇三角洲

扇三角洲

/辫状河三角洲

辫状河三角洲

扇三角洲

成岩作用

压实作用与胶结作用强烈，少量次生孔隙

压实作用中等，次生孔隙发育

胶结作用强烈，次生孔隙较少

成岩作用差异较大，次生孔隙较为发育

储层类型

Ⅱ、Ⅲ类储层为主

Ⅰ类储层为主，同时发育Ⅱ、Ⅲ类储层

Ⅱ、Ⅲ类储层为主，少量Ⅳ类储层

Ⅰ类储层较少，Ⅱ、Ⅲ、Ⅳ类储层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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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凸起东段面积约 1 600 km2，

呈西北高东南低的格局，且东段西北部较西段东南

部高。

（1） 沙垒田凸起前古近纪母岩自南向北依次发

育太古界—元古界（Ar+Pt）混合花岗岩或花岗岩、下

古生界（O+∈）碳酸盐岩、中生界（Mz）火成岩与火山

碎屑岩。中生界火成岩与火山碎屑岩广泛分布于沙

垒田凸起围区，且构造位置较低（图 6a）。凸起西段

奥陶系—寒武系（O+∈）分布于西段北侧，由北向南逐

步超覆尖灭；元古界（Pt）混合花岗岩与花岗岩分布于

西段相对高地势区。凸起东段母岩以元古界（Pt）混

合花岗岩为主，广泛分布，面积约 982 km2；奥陶系—

寒武系（O+∈）仅发育于凸起东段北侧局部，呈 NE 向

展布并与古地貌单元中相对低地势区叠合，其北部

地层厚，向南侧逐步尖灭，面积约 197 km2。

（2） 沙垒田凸起形貌特征差异化发育。其中，凸

起东段为西北高东南低的沟岭化地貌，且高势区以

NW—SE 向为轴线向两侧变缓，其南侧（太古界—元

古界母岩）较北侧（元古代—寒武系—奥陶系混合母

岩）坡降（垂向高差）大，延伸距离长；凸起西段西南

侧（元古界混合花岗岩或花岗岩母岩）受盆缘（边界）

断裂控制，表现为山高坡陡，地形差异受断裂影响明

图 5　渤海海域前古近纪地质图（a）和沙垒田凸起及其周缘凹陷边界条件（b）

Fig.5　Pre⁃Paleogene geological map of Bohai Bay
(a) Shaleitian uplift; and (b) surrounding geological units

图 6　渤海湾盆地沙垒田凸起前古近系基岩分布（a）及南北侧（b，c）搬运体系

Fig.6　Pre⁃Paleogene bedrock distribution of (a) Shaleitian uplift; (b, c) southern and northern rout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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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北侧（奥陶系—寒武系碳酸盐岩母岩）受系列次

级断裂影响，呈山低坡缓；对比沙垒田凸起南北侧搬

运体系，西段北侧搬运体系规模大于南侧，凸起东段

南侧搬运体系规模大于北侧（图 6b，c）。

（3） 沙垒田凸起东段南、北两侧古近纪早期不同

母岩区沉积响应存在差异。其中，南侧元古界混合

花岗岩（或花岗岩）母岩供源能力强，形成的沉积体

数量多、规模大，响应于多期稳定的地震楔形前积反

射（延伸长度 5~10 km）；北侧奥陶系—寒武系碳酸盐

岩母岩供源能力弱，形成的沉积体数量少、规模小，

无明显地震前积反射。此外，北侧元古界混合花岗

岩（或花岗岩）母岩对应沉积体规模较同期奥陶系—

寒武系碳酸盐岩母岩对应沉积体规模大（图 7）。

整体而言，沙垒田凸起自南向北依次发育太古

界—元古界混合花岗岩、奥陶系—寒武系碳酸盐岩

与碎屑岩、中生界火山碎屑岩；其中，凸起东段以元

古代混合花岗岩为主，西段以奥陶系—寒武系碳酸

盐岩为主。联合古地貌形态，指出砂岩富集区与源

汇耦合系统相对应，即基岩组成、流域单元、物源通

道及边界样式共同控制沉积砂体组成样式与规模。

对比分析沙垒田凸起东西段、南北侧各控制要素与

沉积砂体间定量关系，指出凸起东段南侧混合花岗

岩基底、较大的流域面积与物源通道及斜坡带对应

高效大规模源—汇系统[8]。

5.2　沙垒田凸起始新世硅酸盐岩—碳酸盐岩母岩区

源—汇差异响应　

源—汇系统框架下优先解析母岩物质组成对沉

积体通量的控制作用，即依托沙垒田地区始新世硅

酸盐岩—碳酸盐岩母岩区源汇差异响应研究，可实

现汇区沉积体的精准预测和刻画，服务硅酸盐岩—

碳酸盐岩母岩差异分布下关键层段沉积体表征和预

测（图 7）。

在硅酸盐岩与碳酸盐岩母岩联合作用下，沙垒

田凸起南部与北部始新统沙三段源—汇系统呈现明

显差异（图 7）。基于 BQART 模型利用河流输沙量

（Qs）和砂质通量（Qf）可定量分析古源—汇系统中泥

沙供给通量与沉积体堆积通量。考虑研究区始新世

具有亚热带气候特征、中纬度欧亚大陆东岸的年平

均气温为 15 ℃[60]，可将研究区 BQART 模型简化为：

Qs = 0.001 A0.734 8R （2）
式中：Qs以 Mt yr−1为单位，A 为流域单位面积（km2），R
为流域垂向高差（km）。

砂质沉积物通量可表示为：

Qf = Hf×Sf×ρf×t-1 （3）
式中：Hf 为扇三角洲或辫状河三角洲的有效厚度

（km），Sf为扇三角洲或辫状河三角洲的面积（km2），ρf
为近端扇叶的体积密度（t/m3），t 为始新世的持续时

间（约 5.5 百万年）。该时期沉积物的体积密度 ρf可由

密 度 测 井 曲 线（DEN）计 算 ；沉 积 物 DEN 值 介 于

2.206~2.841 t/m3，平均值为 2.540 t/m3。进而，砂质沉

积物通量（Qf，Mt yr−1）可简化表示为：

Qf = 0.000 46Sf×Hf （4）
据源—汇系统参数定量表征，不同类型母岩差

异风化剥蚀导致近源沉积扇体的规模、几何形状和

组成存在差异。在有效物源通道供给作用下，沙垒

田 凸 起 南 部 源 — 汇 系 统 近 岸 Qf /Qs 值 普 遍 较 高

（59.78%~88.21%），而北部源—汇系统近岸 Qf /Qs 值

普遍较低（26.89%~31.14%）。在南部源—汇系统中，

大型汇水流域（A）、高汇水高差（R）和高地形坡度通

常对应于大规模扇区（Sf）、大厚度（Hf）、中等砂质沉

积通量（Qf）及高 Qf /Qs值；反之北部源—汇系统，Qf /Qs
比值相对偏低（图 7）。在地处气候温暖湿润的亚热

带湖相裂陷盆地中，硅酸盐岩母岩对应 Qf /Qs范围常

大于 60%，而碳酸盐岩母岩对应 Qf /Qs范围小于 30%，

混合母岩 Qf /Qs值介于 30%~60%。

基于渤海海域沙垒田凸起母岩性质（岩性、时

代、分布及出露面积等）研究，可构建不同母岩差异

通量响应模型（图 8）。母岩性质能有效制约汇水流

域形态及水系组合样式，如硅酸盐岩母岩（变质岩或

花岗岩母岩）常具地形复杂、高程变化大（坡度大）、

多级水系交叉分布等特点；碳酸盐岩母岩常表现出

典型的岩溶地貌，与地下河—溶洞群伴生，水系（溪

流、河流）发育特征不显著[61]。母岩性质还可影响汇

水流域的风化剥蚀速率[28]，进而影响沉积组成和沉积

物通量。硅酸盐岩母岩一般经历物理（机械）风化作

用，产出较厚的大规模碎屑物质或颗粒，近岸堆积，

Qf /Qs比值较高（>60%），直接影响源—汇系统砂质沉

积物的发育和质量（图 8a，b）。与之相反，碳酸盐岩

母岩主要经历化学风化并形成化学溶解沉积物，提

供薄层小尺度孤立沉积物颗粒，并以低 Qf /Qs（<30%）

值在近岸堆积（图 8a，c）。

5.3　沙垒田凸起始新世源—汇系统定量模型　

在不同母岩沉积物收支平衡分析的基础上，充

分结合层序构型与沉积体系演化相关认识，即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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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岩成分相对单一的源—汇系统，解剖边界条件及

构造幕次对沉积体的控制作用，建立特定边界条件

约束下源—汇系统定量模型[19]。以渤海湾盆地沙垒

田凸起始新世陡坡带源—汇系统为例，基于沙河街

组三段（沙三段）沉积时期古地貌特征可将母岩区划

分为四个三级流域单元并定量拾取汇水高差（R）与

汇水面积（A）地貌参数，确定古沟谷与断槽物源通道

的分布及规模。进而利用 BQART 模型定量计算沙

三段不同层序的沉积物通量[58⁃59]，并应用地震沉积学

方法精细刻画、定量表征沙三段层序单元内的扇三

图 7　渤海湾盆地沙垒田凸起及周边地区始新统沙河街组厚度（a）、典型过井地层格架（b）、地震相解释剖面图（c）、

均方根属性地层切片（d）及沉积耦合响应组合图（e）

Fig.7　 (a) Thickness of Eocene Shahejie Formation from in Shaleitian uplift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Bohai Bay Basin; (b) typical 
multiple⁃well cross⁃section showing sequence framework; (c) seismic section interpretation of facies; (d) root mean square (RMS) 

stratal slice; (e) sedimentary facies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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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洲沉积发育规模与时空演化特征。

基于沙三段地震响应特征和岩石物理关系，发

现沉积单元 A 扇体最为发育，延伸范围大，沉积单元

B 扇体规模次之，沉积单元 C 扇体规模最小。在垂向

序列上，一个完整裂陷幕内扇三角洲发育规模受控

于基准面变化旋回，基准面下降阶段（EsL3），扇体快速

向盆地方向推进，沉积厚度和范围较大，发育中等规

模进积叠置型富砂砾扇三角洲（图 9a）；基准面快速

上升阶段（EsM3），扇体向陆迁移、萎缩，发育厚度较

薄、小规模退积的孤立型富泥扇三角洲（图 9b）；基准

面缓慢上升至下降阶段（EsU3），扇体再次向盆地中心

扩张、迁移，沉积范围明显增大，发育中等厚度、大规

模进积的叠置型富砂扇三角洲（图 9c）。陡坡带完整

裂陷幕内源—汇系统各要素关系研究表明，流域单

元面积与垂向汇水高差是沉积扇体发育规模的主控

因素，断裂陡坡带发育花岗变质岩—古沟谷或断槽

与断面组合的物源通道—近源粗粒扇三角洲—浊积

扇—湖泊体系耦合的沉积模式（图 9d）。

6 未来发展讨论与结论 
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围绕源—汇系统要素及

其定量耦合关系、构造—气候—沉积协同机制、物源

区重建及定量物源分析、沉积路径和分散系统及物

理与数值模拟等内容开展研究，显著推进了沉积盆

地矿产高效勘探开发。未来，应关注下列源—汇系

统的主要问题和研究方向。

6.1　加强基于盆地类型和成因的源—汇系统类型和

级次划分　

沉积盆地成因类型复杂多样，不同成因沉积盆

地形成了多样化的源—汇系统要素及其组合，不同

类型沉积盆地和不同级次构造活动形成的构造古地

貌控制了沉积物分散路径系统和沉积体系发育演

化。应倡导基于盆地类型和成因的源—汇系统类型

和级次划分，确定源—汇系统类型是定量表征源—

汇系统要素及其耦合关系的基础。现有研究表明，

可依不同类型物源、沟谷及沉积体系类型划分出不

同类型、不同级次或不同组合的源—汇系统。如被

动大陆边缘盆地易形成如河流平原—陆架三角洲—

深海重力流三段式源—汇系统；陆相湖盆多发育陡

坡扇三角洲—重力流近物源体系、缓坡近源及轴向

的远源三角洲—重力流二段式源—汇系统。

通过现代不同类型沉积盆地的源—汇系统要素

研究（考虑盆—山关系和盆地内外供源），识别和表

征源—汇系统要素及其控制因素，获取剥蚀地貌和

沉积地貌特征和源—汇系统时空演化等信息，建立

源 — 汇 系 统 模 型 以 指 导 深 时 源 — 汇 系 统 的 综 合

研究[52]。

图 8　渤海海域沙垒田凸起始新统沙河街组不同母岩源—汇系统响应模型（a），沙垒田凸起南部硅酸盐岩母岩区（b）

与北部碳酸盐岩母岩区（c）Qf/Qs 通量响应模型

Fig.8　 (a) Source⁃to⁃sink model of the Shaleitian uplift in the Eocene Shahejie Formation, Bohai Bay Basin; (b, c) Qf/Qs models of 
southern silicate rock and northern carbonate rock in the Shaleitian upl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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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加强深时源—汇系统综合研究，不断提高源—

系统汇要素表征精度　

深时源—汇系统研究可知，经历了长时间地质

风化、搬运和沉积作用，源—汇系统要素的边界不是

原生界限，剥蚀地貌和沉积地貌均发生了不同程度

的变化，地质信号发生了叠加改变。在盆地尺度上，

利用多种资料（常常钻井资料较少）恢复原始地貌和

限定深时源—汇系统还面临着挑战[62]，需要恢复深

时汇水区规模、母岩岩性、地貌高差、搬运路径和气

候演化，确定汇区盆地结构、构造沉降、沉积类型和

体积等。显然，精确的高分辨率地层测年是解决上

述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此外，应加强多种测年方

法交叉验证，保证地层测年的准确性与一致性，这对

明 确 盆 地 沉 积 供 给 及 物 源 区 构 造 演 化 具 有 重 要

意义。

6.3　加强源—汇系统参数定量研究，建立具有预测

功能的源—汇系统要素耦合模型　

基于不同规模河流沉积通量收支平衡及其制约

因素等定量研究，建立源—汇系统不同要素的定量

响应关系，使源—汇系统研究具有更强的预测性和

实用性。

沉积物源的性质与物源区的母岩组成、构造作

用及气候条件密切相关。沉积物路径系统通过沉

积物转换或分散或暂时存储将沉积物源与沉积体

系有机联系起来，定量估算沉积物输入、沉积物在

不同位置的配分以及潜在沉积物输出往往与区域

构造、气候、相对海平面升降和自旋回作用或盆地

构造活动密切相关。根据构造和气候条件变化产

生的环境信号可有效测定母岩风化产物、搬运和沉

积总量[11]。

图 9　渤海海域沙垒田凸起始新统沙河街组陡坡带完整裂陷幕不同单元源—汇配置关系（a~c，EsL3 ，EsM3 ，EsU3）
及源—汇系统定量模型（d）

Fig.9　 (a⁃c) Configurations of source⁃to⁃sink relationships in Eocene Shahejie Formation(EsL3 , EsM3 , EsU3 ); (d) quantitative 
source⁃to⁃sink model of Shaleitian uplift, Bohai Bay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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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山构造作用和气候变化会造成地表大区域变

形和地貌形态变化，是导致沉积物风化、崩塌、剥落

并在地表流动的驱动力。尽管揭示塑造山地地貌的

构造作用和气候变量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但

是基于地貌恢复的高精度估算源汇要素的 BQART
模型是解释深时路径系统侵蚀厚度、源区物质剥蚀、

不同物源相对贡献、确定沉积物汇聚和质量平衡等

参数的有效方法之一[62]。此外，建立基于源—汇系统

的定量地层模型也是研究深时源—汇系统要素响应

关系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6.4　不断实现多学科与多方法交叉融合，准确重塑

现代和深时源—汇系统　

源—汇系统研究过程是极其复杂的，涉及层序

地层学、构造地质学、沉积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球物

理学等。研究方法也逐渐从反演到正演、由静态至

动态、从定性向定量方向发展。依赖于高分辨率三

维地震数据的地震沉积学为研究深时源—汇系统不

同要素提供了有效手段。通过地质年代法、将今论

古法等方法准确地计算物源区剥蚀量，运用三维地

震资料精确地恢复地质时期古地貌，测量古地貌参

数，建立源—汇系统各要素的定量耦合模型，结合测

井、地震属性与反演技术表征砂体三维空间分布，预

测 富 含 沉 积 矿 产 资 源 的 沉 积 物 体 积 、分 布 和 质

量[38,62]。加强相关学科和方法之间的联系与验证，提

高源—汇系统重塑的准确性是有效预测规模砂体和

有利储层的保证。

6.5　深入研究盆山耦合作用，建立具有中国区域地

质特色的源—汇系统模型　

西太平洋边缘海发育全球最为典型的大规模

三段式源—汇系统，也是全球物质交换最为活跃的

边缘海系统，是研究源汇要素及其变迁的理想场

所。我国南海海域还发育陆架边缘到深海盆地的

深时三段式源—汇系统、中东部发育中新生代陆相

盆地近物源二段式源—汇系统，也是开展盆山耦合

作用、沉积物路径系统的理想场所。因此，多学科、

多方法联合开展现代源—汇系统考察与深时源—

汇系统对比研究，关注不同沉积盆地、不同母岩区

源—汇系统差异性、耦合关系和定量化研究，开展

源—汇系统定量化约束下的沉积过程模拟，构建系

列砂体预测和指导沉积矿产勘探开发的、具有中国

区 域 地 质 特 点 的 源 — 汇 系 统 模 型 是 未 来 发 展

方向[7,63]。

致谢 渤海湾盆地沙垒田地区源—汇系统研究

得到了中海油天津分公司科研项目的支持和帮助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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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Deep-time Source-to-sink Systems: 
Case study of the Shaleitian area

ZHU XiaoMin1，LIU QiangHu2，TAN MingXuan3，LI ShunLi4，CHEN HeHe5，NIE YinL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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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gnificance］］ Source-to-sink study is a current focal point in sedimentary geology.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urce-to-sink system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understanding regional tectonics， climate， sea （or lake） level fluctua⁃
tion， provenance supply， transport pathways and dispersal systems， together with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and the 
prediction of the presence of large-scale sand bodies. ［［Progress］］ The key elements in classifying source-to-sink sys⁃
tems include temporal scal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hierarchy. The primary research area concerns provenance sys⁃
tem， transport pathway and sedimentary system， and research methods mainly include detrital mineral geochronology 
for quantitative tracing， reconstruction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ource area geomorphology， analysis of geomor⁃
phic scaling relationships， quantitative estimation of sediment flux， and overall characterization based on stratigraph⁃
ic forward modeling. There are quantitative sediment-budget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he source-

to-sink system that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he dimensional scale of sand bodi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avorable reser⁃
voirs. The source-to-sink study of the Shaleitian area indicates that larger catchment relief， larger drainage area， and 
steeper topography are typically favorable for forming larger and thicker fan bodies. ［［Conclusions and Prospects］］ To 
advance future source-to-sink system studies， it is essential to strengthe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type and hierarchy 
of the source-to-sink system based on the type and origin of the basin. This enhanc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ource-

to-sink parameters and continually improves the precis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ep-time element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build predictive coupled models of these systems to enable effective prediction of the spatiotemporal dis⁃
tribution of sand bodies. It is important to continually achieve cross-disciplinary and multi-method integration， and to 
establish source-to-sink models related to the distinctive regional geological features of China.
Key words： deep-time source-to-sink system； classification and element characterization； coupled model； 
Shaleitian uplift； development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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